
好注脚。当然，国家意志的真正落实，仍然需要考虑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教育发展的规律，需要取得广大

教育工作者的认可，否则在官方理解的“繁荣”背后，依然存在着教育现实冷漠的危险。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论学校变革的永恒性

单中惠

一、学校变革是社会变革使然

社会始终是通过变革而得到发展的，而学校作为社会最主要的一种教育机构也自然会随之而进

行相应的变革。在人类教育历史上，自学校产生之后，随着社会的变革，学校也进行了相应的变革。

这无疑是学校变革永恒性的体现。早在 １７８１—１７８７ 年，１８ 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Ｊ． Ｈ． Ｐｅｓｔａ

ｌｏｚｚｉ）就在《林哈德与葛笃德》一书中深刻指出：“时代在进步，五十年来，一切都变动了，学校还是依

然故我。这哪能培养出现代的人才，哪能适合时代的需要。”①到 １８９９ 年，美国教育家杜威（Ｊ． Ｄｅｗ

ｅｙ）在《学校与社会》一书中又大声疾呼：社会“根本的状况已经发生变化了，在教育方面也只有相应

的改变才行。”②无疑，他们的话明确指出了学校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那就是，在社会生活已经

发生很大的和根本的变化情况下，为了使教育生活是有意义的，学校也必须进行同样的相似的变革。

１７ 世纪，欧洲正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随着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技术

的革新，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开始形成。各种新的思想和

方法不断涌现。１７ 世纪 ４０ 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宣告

了欧洲新社会政治制度的诞生。与此同时，关心生产力提高的信心资产阶级也需要科学的帮助，促

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扩大了人们的精神视野。但是，无论在学校管理制度上，还是在学校课程内容

和教学方法上，当时欧洲的学校都无法满足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因此，１７ 世纪欧洲的时代精神、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平民群众对文化教育的普及需求，都使得已具有几千年历史的西方学校面临着

变革。这正是西方学校第一次变革的主要动因。

自 １９ 世纪后半期起，尤其是在 １９ 世纪最后的 ３０ 年里，欧洲和美国的社会生活当时正在经历着

一个彻底的和根本的变化。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新的科学技术应用更为广泛。

这一切必然使得欧洲国家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美国，都市化运动使得美国从一个以农

村生活为主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以城市生活为主的工业国家。欧美国家社会生活的变革必然会对它

们的学校变革提出新的要求，从而使得西方学校面临着一场新的挑战。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

（Ｌ． Ａ． Ｃｒｅｍｉｎ）就明确指出，进步教育运动是在美国现代文明史上构成了决定性的篇章，它实际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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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初期美国学校对当时美国社会工业化的反应。① 此外，１９ 世纪后半期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

学和心理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更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使心理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

域，而且推动了科学心理学理论的诞生。这也为西方学校的变革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方法论的基础。

变革成为了这一社会时代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学校变革是范围更大的社会变革运动的一个组成

部分。这正是西方学校第二次变革的主要动因。

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尤其是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加快了当代学校教育信息化和计

算机辅助教学的进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学校的变革提出了又一次新的挑战。实际上，当教学机器

在中小学广泛使用之后，随着教学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学校确实又一次面临着新的变革的挑战。

在进入学习化社会的 ２１ 世纪，面对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教育技术的进展，学校必将面临着

未来变革的严峻挑战。人们需要认真和深层地思考与学校变革有关的许多实践性问题，其主题就是

如何使学校生活趋于融合。

学校现已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一种教育机构。基于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历史的视野，社会变革

无止境，学校变革也无止境，学校将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变革。对于学校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关系来

说，这无疑是一个真谛。正如法国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在《教育思想的演进》（１９３８）

一书中所指出的：“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征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人手来说明教育

的转型。要想让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环节上感受到改变教育体系的需要，就必须有新的观

念、新的需要浮现出来，使此前的体系再也无法满足需要。”②

二、西方学校的两次变革

基于教育历史的观点，西方学校的变革已有过两次：第一次学校变革是旨在使学校生活趋于有

序的变革；第二次学校变革是旨在使学校生活趋于多样的变革。

西方学校的第一次变革开始于 １７ 世纪。在这一次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被称为“教育科学

奠基人”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Ｊ． Ａ． Ｃｏｍｅｎｉｕｓ）。在学校应该提供一种“周全的教育”的思想引领

下，他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教学原则想使教学方法井然有序。在《组织一所良好学校的准则》中，他明

确论述了学校本身的概念、学校的组成等。在他看来，学校是一个共同的教育和教学机构、共同的学

习场所，保证学生获得一切要学习的知识；学校的各个部分只有处在一种有规律的和不变的依从关

系中，学校才能是一个有组织的、有机的整体，以达到共同的目的。在强调学习的程序和制定统一的

学制系统的同时，夸美纽斯还专门从理论上全面论证并制定了班级授课制。在他看来，按年龄分的

班级是把成绩相同的学生结合为一个整体，可以更容易地带领学习内容相同的、学习同样勤勉的学

生奔向同一目标；每个班级都有应该自己固定的教室，每个教室都有自己固定的内部布置（包括教师

的讲台和学生的凳子）。确实，夸美纽斯关于学校、班级和课堂的观点使得西方学校生活由原来的无

序变成了有序。应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和之后普及学校教育的社会需求，推动了学校

的革新，促进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

在之后的西方学校发展过程中，西方很多教育家都论述过有关学校管理和教学的问题，进一步

推进了西方学校生活趋于有序。例如，基督教兄弟会创立者拉萨尔（Ｊ． Ｂ． ｄｅ Ｌａ Ｓａｌｌｅ）的《学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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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０）、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的《学校的三个要素》（１８５７）等。当然，在这些西方教育家中，具有最

重要影响的是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Ｊ． Ｆ． Ｈｅｒｂａｒｔ）。他对学校管理和教学作了全面的探讨，强调对

学生的管理，尤其是对教学阶段进行了划分，主张一切科目的教学完全采用统一的方法，以消除教学

上混乱无序的现象。然而应该看到，尽管赫尔巴特探究了教育心理学化的问题、强调了儿童的多方

面兴趣，但他的主知主义教育思想强调制定适合任何规模或结构的班级教学计划、注重教学的固定

模式、偏重知识的系统传授以及忽视儿童发展的严酷管理。这就使得西方学校环境变得僵化和形式

化，使教学成为一种呆板和枯燥的活动。美国教育家杜威指出：这种学校教育是“非常专门的、片面

的和狭隘的。这是一种完全被中世纪的学术观念所支配的教育。”①因此，使学校生活趋于有序最后

在西方学校中变成了趋于形式化，“僵化”成为了学校的基本特征。“随着教学工作的高度结构化和

颇有竞争性，科层制逐渐呈现，……在具体的班级管理工作中，教师也开始用一套工厂的管理式原则

来管理学生。”②到 １９ 世纪末时，西方学校形式化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学校变成了一个令人厌烦的

地方。这引起了当时很多具有学校革新思想的教育家的认真思考。

西方学校的第二次变革开始于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Ｌ． Ａ． Ｃｒｅ

ｍｉｎ）所著的《学校的变革》一书，直接点明了这一社会时代西方学校所面临的变革主题。欧洲的新学

校运动和美国的进步学校运动是这次学校变革的起点。其区域之广泛、思想之新颖和形式之多样，

在西方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欧洲，自英国教育家雷迪（Ｃ． Ｒｅｄｄｉｅ）１８８９ 年创办欧洲第一所新学校———阿博茨霍尔姆学校

之后，先后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中出现了许多新学校。概括起来，新学校的基本原则是：

一是反对主知主义教育和学校过分强调灌输知识；二是反对学校课程忽视现实社会的需求；三是反

对学校生活的僵化呆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法；四是反对学校在精神上压抑儿童。在美国，自美国

教育家帕克（Ｆ． Ｗ． Ｐａｒｋｅｒ）１８７５ 年领导昆西学校实验之后，先后在其他州出现了许多进步学校实

验。概括起来，进步学校的基本原则是：一是反对从外面的灌输；二是反对外部的强制纪律；三是以

训练的方法获得孤立的技能和技巧；四是反对固定不变的目标和教材。在这次学校变革中，学校校

长和教师以及学生家长都强烈要求变革学校，并积极参与了学校的变革。应该说，每一所新学校和

进步学校在实践中都凸现出它们各自的特色，共同构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学校变革图景。

以新学校和进步学校为标志的西方学校第二次变革，无疑是对这一时代西方社会变革的直接反

应。与传统学校相比，新学校和进步学校更强调学校学校生活的多样，并在教育形式、内容和方法上

进行了革新性实验。例如，学校要与社会生活加强联系，学校环境和学校设施要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学校要注意体育运动和学生健康以及发展学生的独立精神，学校的教学活动要适应学生的兴趣和满

足学生的创造性，学校中的师生关系要变得亲切和民主等。这一切使得西方学校生活发生了许多富

有深刻意义的变化。瑞士教育家、国际新学校局的发起人费列尔（Ａ． Ｆｅｒｒｉｅｒｅ）曾明确指出：新学校作

为“一种新的精神在世界上传播开来”。③ 美国教育家杜威和他女儿在他们的著作中曾把进步学校

称为“明日之学校”。因此，在 １９４９ 年杜威九十岁生日宴会上，林肯中学的学生霍夫曼（Ａｌｉｃｅ Ｈｏｆｆ

ｍａｎ）在她的贺词中就动情地说：“对于教育家和哲学家约翰·杜威，美国的学生深表感谢。因为学习

不再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过程，知识的获取不再是一项令人厌烦的任务。”④

由于过分强调儿童个人的发展和课程教学的活动性，西方学校第二次变革也受到了批评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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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甚至在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被新传统教育派的要素主义者所否定。但是，尽管如此，这一次西方

学校变革所带来的学校生活的多样还是被延续了下来；也就是说，改变了基本特征的西方学校并没

有回到原来呆板僵化的传统学校。这确实是西方学校第二次变革中最有意义的和最有启发的一点。

就像曾经在西方起巨大作用的工业变革是不能否认的一样，西方学校第二次变革也是不能否认的。

总之，在当今的西方国家里找不到完全一样的一所学校，在一所学校里找不到完全一样的一个

班级，在一个班级里找不到在每天的教学过程中从头到尾完全一样的课堂场景。这正是西方学校在

第二次变革后表现出来的当今特征，即学校生活多样的特征。

三、我国学校变革应该思考的问题

早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校变革的问题就受到了诸如陶行知、陈鹤琴的一批教育革新家的

重视，他们主张改革传统学校并进行了各自的改革实践。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学校变革更是成

为人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广泛的改革实践使得我国学校生活开始有了很多可喜的变化。但

是，对于我国学校变革来说，有两个问题是应该思考的。

一是辛亥革命后我国从西方引进的学校和课堂是不是“新学校”和“新课堂”？

１９１１ 年辛亥革命在中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由此，抨

击封建的和传统的教育制度，以及创建新型学校和发展社会教育，成为了后辛亥革命时代中国学校

教育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很多现代教育思想开始从西方涌入

近代中国。在这些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中，对后辛亥革命时代中国教育变革产生最大影响的无疑是杜

威教育思想。近代中国学者、《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的最早中文译者邹恩润指出：“现代教育家的思

想最影响于中国的，当推杜威博士。”①近代中国学者胡适也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

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②作为 ２０ 世纪西方最重要的一位教育家，

杜威在批判传统学校教育的基础上，从新的视角对学校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思考，提出了很多具有新

颖性的教育观点。例如，阐释新的教育和学校理念、提出“如何做”和“如何思维”的命题、探索新的课

程和教学方法等。显然，杜威的这些教育观点击中了当时中国学校的要害问题。

我国教育史学界一般认为，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教育是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封

建专制主义教育；在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教育开始废科举而兴学堂，从西方引进了“新学校”和“新课

堂”。但是，应该思考的是，这种引进的学校和课堂当时在欧美国家已经受到了众多教育革新家的批

判，并开始进行了变革。因此，辛亥革命后我国从西方引进的学校和课堂实际上并不是“新学校”和

“新课堂”。而且，在后辛亥革命时代，我国学校教育领域中存在着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当时学校提

供的教育和从前的科举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教育历史表明，后辛亥革命时代我国学校变革的问题并

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４ 日，杜威在参加天津教育联合会召开的教育会议之后，曾这样

写道：在中国，“教学应当改变，管理学校纪律的方法也要改变，以适应新的情况。”③

二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引入的一些西方现代教育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能够使这些西方现代

教育理念真正与我国学校变革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界与国际教育界的合作交流日益加强，通过扩大对外教育交流，形成了

１０３

①
②
③

［美］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邹恩润译，译者前言，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９ 年。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单中惠编译，《杜威传》（修订版），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３７６ 页。
［美］杜威等：《寄自中国的十封书信》单中惠编译，《杜威传》（修订版），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３７６ 页。



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方许多现代教育理念传

入了我国。例如，仅仅在课程教学方面就有“学生为本”，“研究性学习”，“玩中学”，“合作学习”，“多

维度学习”，“反思性教学”，“发现教学”，“差异教学”，“暗示教学”，“非指导性教学”，“有效教学”，

“活动课程”，“人本课程”，“校本课程”，“个性化课程”，“探究式课堂”，“能力迁移”，“形成性评价”，

“过程性评价”，“教师专业发展”，等等。应该说，我们很多学校教师对上面所提及的这些西方现代教

育理念已经比较熟悉，并运用在他们所写的科研文章当中。但是，从我国学校整个教学实践来看，显

然还不是十分理想，一些我们引入的一些西方现代教育理念还只是停留在理念上或字面上。

面对在我国学校实践中存在的这种矛盾现象，首先应该思考的是，我们引入的这些西方现代教

育理念是在西方学校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实际上反映了当今西方学校的实践图景。比较我国

学校实践和西方学校实践，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或者说两者的实践图景是不同的。因

此，要能够使这些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真正与我国学校变革结合，那就必须促使我们学校实践的变革。

如果我国学校实践不变革，那怎么能够真正吸收这些现代西方教育理念，把这些西方现代教育理念

变成我国学校的实践图景。

基于比较的视角，上述应该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也许是历史的理论问题，第二个问题也许是现实

的实践问题。但是，应该看到，具有永恒性的学校变革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知识变迁与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改革的新思维

王保星

一

作为一类神秘而非经验的知识，原始知识源于宇宙或自然的神秘力量，表现为一种“神启”或“天

启”。相对于神秘知识，个人既非知识主体，更构不成知识客体，只是显现和表述“神启”或“天启”知

识的工具。就其反映对象而言，原始神秘知识也不是对“神”或“天”的奥秘的全部甚或部分反映，充

其量只是为人类认识某种自然现象提供可能或有限的线索。此外，一般人理解这类神秘知识，还往

往需要借助于那些被认为能够更好地感知启示的人———巫的帮助。①

原始知识得以传播的途径一般有两种：即时性的“仪式”与历史性的“神话”。借助于前者，“巫”

得以向所有仪式的参与者传达由“神启”或“天启”构成的原始神秘知识；后者则为神秘的启示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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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借鉴 １９ 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关于人类理智阶段的划分，并援用石中英教授在其《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中有关
人类知识观类型的划分，将人类知识阶段划分为神学知识阶段、形而上学知识阶段、科学知识阶段和后现代知识阶段。每一阶

段的主导知识类型分别为神学知识、形而上学知识、科学知识和后现代知识。事实解释方式的主观臆测结果构成了神学知识；

形而上学抽象的结果构成了形而上学知识；观察和实证的结果则导致科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对现代科学知识进行质疑与解构

的结果导致后现代知识的诞生。事实上，各类知识类型在不同阶段的交叉分布以及不同阶段知识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共同构

成人类知识转型与变迁的整体图景。


